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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教会大学师生关系的特征及其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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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师生关系作为高等教育的核心要素之一，贯穿于大学人才培养过程的始终，其优劣与否直
接影响着人才培养的成效，因此，大学师生关系也对高等教育质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民国教会大学在其
半个世纪左右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许多丰富的办学经验，其独具特色的师生关系着实耐人寻味。以民国教
会大学的师生关系为研究对象，运用生动史料还原其本来的面貌，勾勒其隐藏在历史画卷中的生动图景，在
当今社会中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透过历史场景可以看出民国教会大学师生关系的主要特征有：导师制模式
营造亲密和谐的交流氛围，多样化交流体现了民主平等的师生互动，全方位关爱诠释传道授业的教育真谛。
当前我国高校应大力推进教学管理制度改革，在人才培养的各层次均实行“名副其实”的导师制，同时也要充
分发挥师生关系这种精神性资源的特殊优势，通过教学管理制度改革推动师生关系和谐发展，以此锻造卓越
的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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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民国时期作为一段仅有短短３８年的历史存在，
最近十余年骤然成为社会热点，催生了一种浓厚的
“民国情结”，甚至出现言必称“民国”的现象，这不能
不引人深思。在社会各界对民国进行的“集体性缅
怀”中，教育又是其中最引发兴趣与关注的领域，从
学界大师、西南联大、教会大学到民国军阀的“教育
情结”、民国老课本……无一不让当下对教育颇多抱
怨的人们抚今追昔、怀古伤今。如此种种，固然和人
们与历史时空距离的远近有一定关系，但民国时期
的确有不少可念、可论与可鉴的历史财富，民国时期
的大学师生关系便是其中之一。
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先生在论及师生关系时
曾提出颇有意蕴的“从游论”：“古者学子从师受业，
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
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
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
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
成。”［１］（Ｐ１６５）笔者理解梅贻琦先生的“从游论”包含的
理念有三：其一，教师的价值不仅在于知识与技能的
传递，也体现为在心智修养、意志锻炼与人格养成等
方面给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也即唐代文学家和思
想家韩愈在其著名篇章《师说》中所提出的“师者，所
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之涵义；其二，学校为师生营造
良好的氛围可使师生“如鱼得水”，有利于促成人才
的熏陶与培养；其三，教师的学识与人品可以透过良
好的师生关系来“濡染”学生，以达到“不求而至，不
为而成”的教育效果［２］。大学师生关系作为高等教
育的核心要素之一，贯穿于大学人才培养过程的始
终，直接影响着人才培养的成效，对高等教育质量具
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以民国时期教会大学的师
生关系为研究对象，试图勾勒其隐藏在历史画卷中
的生动图景，分析其主要特征，探寻其当代启示。
二、“充满温情”：民国教会大学师生关系
的特征
历任民国时期多所著名大学教职的国学大师钱
穆先生在评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师
生关系状况时曾谈到：“燕大在课外之师生集会则最
多。北大最少，师生间仅有私人接触，无团体交际。
清华又居两校间，此亦东西文化相 异 一 象 征
也。”［３］（Ｐ２１９）钱穆先生认为燕京大学师生之间的交流
互动在三所大学中最为密切，这虽是东西文化差异
的一种重要表征，但同时也凸显了燕京大学作为一
所民国教会大学，其师生关系与民国时期许多非教
会大学相比较为独特的一面。民国教会大学虽然在
历史长河中只存在半个世纪左右，但其发展历程中
许多成功的办学经验却值得我们仔细品味，回眸教
会大学独具特色的师生关系，不时会发现许多令人
惊羡、充满温情的教育景象，其时的师生关系具有如
下特征：
１．导师制模式营造亲密和谐的交流氛围
导师制最早出现在１４世纪的牛津大学，是一种
由教师对学生的学习、人生各方面进行全方位指导
的育人方式，有助于加强师生关系、密切彼此互动。
教师通过导师制可以更好获悉学生动态、发现其专
长、指导其学习、促进其成长。导师制强调教师对学
生的个别辅导及师生互动，导师制下的师生关系十
分密切，学生可以经常找老师交流想法，获得教师的
帮助及全方位的指导；教师也可以针对学生的个性
特点因材施教，有利于保证教育质量。２０世纪初，
导师制由欧洲传入美国，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
院、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等逐步实施［４］。１９１６
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借鉴美国一些女子文理学院
的做法，率先在国内大学的教学管理中实行导师制。
在以导师制为主体的教学管理模式下，金陵女大的
“每一位学生可找一位导师，每位导师带八九个至十
几个学生，用小组活动或其他方式帮助学生解决学
习上、生活上及其他方面的问题”［５］（Ｐ２）。从新生入
学直到毕业，每一位同学都由她的主修课老师全面
负责［６］（Ｐ１１４）。由于教学效果优良，金陵女大的导师
制被越来越多的教会大学所效仿。
教会大学为学生安排专门导师进行学业与生活
上的指导，既有利于促进师生间的深入交流、营造和
谐的校园环境，又可使老师根据学生的个性特长因
材施教，全面发展学生的学识与品行，从而达到良好
的教育效果。冰心在《当教师的快乐》一文中忆起她
作为燕京大学的学生导师时与学生相处的状况便体
现了师生之间的密切交流与互动：“我给他们出的第
一道作文题目，就是自传，一来因为在这题目下人人
都有话可写，二来通过这篇自传，我可以了解到每个
学生的家庭背景、习惯、性情等等。我看完文卷，从
来只打下分数，不写批语，而注重在和每个人做半小
时以内的课外谈话上。”［７］（Ｐ１６）同时，她非常注重通过
课外活动来了解学生的发展状况，如常常在未名湖
划船或在湖水中央的岛边石舫上开种种的讨论会，
或是与学生作个别谈话［７］（Ｐ１７）。设置专职导师负责
教学，通过个人指导方式对学生耳提面命、传道解
惑，通过集体讨论的方式集思广益、鼓励创新，可以
使老师兼顾学生整体学业发展与学生个体化评价，
对学 生 学 业 发 展 进 行 严 格 评 价 与 及 时 引
导［８］（Ｐ１１７－１８３），从而既可引导学生注重独立思考、触
类旁通，也便于导师了解学生的学业水平，因材施
教，最终令学生能够“审问、慎思、明辨，敢于质疑、创
意、敢于独立思考”［９］（Ｐ３５７）。
２．多样化交流体现民主平等的师生互动
民国教会大学师生的课内外互动甚为密切，师生
之间的交流方式也多种多样，教师采用个性化的教学
方式对学生进行指导。例如，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中，导师“对于各导生本身之问题，莫不谆谆训示，或
做个别之指导，或与实际之帮助。难题皆提出公开讨
论，由导师予以指示，俾可寻得良好解决之方法，以达
到相互砥砺同臻于善之理想”［１０］。燕京大学的做法
也类似，“通过学习和实践，教师组织学生开讨论会，
师生各抒己见，最后得出正确答案。在原图书馆二楼
有专设的一间讨论会用房，供研究生用，本科生讨论
会也可借用，当年新闻系埃德加·斯诺任教时经常采
用这种方法。此外西籍教师如心理系夏仁德等还采
用Ａｔ　ｈｏｍｅ（在家）的办法，每月约请选课学生到家供
咨询疑难问题，并备茶点或接待饭食。气氛异常温
馨，师生之间也增进了友谊”［９］（Ｐ３８８）。
民国教会大学的师生在交流过程中，教师对学
生的指导方式多种多样、风格各异、不拘一格，学生
·９３·
们得以在这种民主平等、宽松开放的教学方式的引
导下获得真知灼见，智识、品行与能力都得到很大的
提高，师生之间的友谊也因此得以增进。作家萧乾
曾满怀深情地回忆起辅仁大学的斯诺教授：“这位教
授在讲台上彷佛不是在讲学，总像在同学生们谈心，
喜欢询问我们对这个那个事物的看法。他的教学方
法是启发多于灌输。更为吸引我们的是，在这位还
不到三十岁的教授的身上一无‘教气’，二无白人优
越感。当时斯诺和他的妻子佩格住在海淀一所中国
式平房里，那里很快就成为我们真正的课堂，成为我
们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的窗口了。”［１１］（Ｐ１４０）这种由师
生共同营造的温馨和谐的求知氛围，使大学成为一
个培养人才的理想乐园。
３．全方位关爱诠释传道授业的教育真谛
在民国战乱频仍的烽火岁月，许多学子因种种
原因，生活不时陷入困顿。在温饱不济、学业随时可
能中断的情况下，教会大学的学生总能收到学校和
老师们送来的“及时雨”与“雪中炭”，不仅使他们摆
脱困顿，而且对其人生态度与思想品格产生良好影
响。一位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友回忆起老校长卜舫济
博士时便充满感激之情、深怀感恩之心：“（卜舫济博
士）对学生生活十分关心，每周五下午要到学生宿舍
巡视一次，他对清寒学生也非常关怀。我在大学二
年级时先父病故，欠了一笔药费无法偿还。医院将
缴费通知单寄到学校，卜校长召我去他办公室，我坦
诚以告。过一段时候知道这笔药费已由他为我解决
了。”［１２］（Ｐ３９８）平日在校时学校教师就经常尽一己之
力扶助贫寒学子，在极为艰难的抗战时期，由于许多
学生经济状况捉襟见肘，教师对学生生活的关爱也
更为细致。例如，燕京大学为了帮助沦陷区学生因
战争造成的生活和学习困难，专门成立了一个名为
“学生辅导委员会”（Ｓｔｕｄｅｎｔ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的
机构，选举深受学生钦佩的Ｓｉｌｅｒ教授做主席，一来
有利于帮助解决学生的日常生活问题，二来也便于
对付日本人来学校找麻烦［１３］（Ｐ２）。
正是因为受到教师如此细致的关爱，教会大学
的学生对老师们深怀感恩之情，将母校视为一个充
满着人情味的“大家庭”：“金陵的家族式精神已广为
人知。这是个紧密联系的家庭圈子，德本康夫人如
同母亲，教职员们如同姑妈，毕业的学姐们就像大女
儿，在读的学生如同年轻的小女儿。”［１４］教会大学的
教师对学生关怀备至，学生们在这种温馨的环境中
与老师相处其乐融融，民国教会大学的师生活动也
因此成为一种“充满温情”的“爱的教育”。
三、“不为而成”：师生关系对教会大学教
育质量的影响
师生关系是教育教学的重要元素，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着教育的培养效果，尤其是教师对学生的影
响。古今中外许多教育家对此曾提出富有启发性的
论见，孔子认为师长在教育学生时师生关系的影响
相当明显，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
不从”［１５］（Ｐ１５２）。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也强调：“教师
本人是学校最重要的师表，是最直观的最有教益的
模范，是学生活生生的榜样。”［１６］（Ｐ１６１）
早在１９０９年，时任牛津大学校长的科森爵士在
评价牛津的导师制时曾自豪地谈到：“如果牛津大学
有任何特别值得骄傲的特征，而且这个特征在历代
人的生活和个性中都印刻了痕迹，并引起了其他民
族的妒嫉之情，那它就是神奇的个别教学制度。”［１７］
这说明在教学管理中实行以导师制为核心的人才培
养模式，教师可以更专注于学生的个性特征而因材
施教，以此对学生的身心发展产生持久而深刻的教
育影响。民国教会大学在以导师制为主体的教学管
理模式的引导下，十分强调教师对于学生的言传身
教，师生之间的交流非常密切，教师在培养中注重采
用多样化的交流方式，并在学业与生活上给予学生
全方位的关爱。而且，师生相处的模式完全是民主
平等的，在朝夕相处之间，师生共同营造了一种“其
乐融融”的学术气氛，这种充满温情的师生关系对教
学质量产生了良好影响。有教会大学的毕业生在多
年后如此回忆道：“老师们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对学生
的严格要求，教导我们怎样做科学工作，谦虚、扎实
与不断地学习。”［１８］（Ｐ１７１）在和谐的师生关系浸润下，
许多青年学生跟随老师潜心向学、砥砺品行，最终在
学业智识和德行修养方面获得了深厚的积淀，并奠
定了他们日后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基石。民国教会
大学虽然办学历史短、规模小，在同时期的各类大学
办学中业绩却最为傲人，例如，从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２２
年，金女大四届毕业生共３３人，其中赴美深造获硕
士、博士学位者有２０人之多［１９］（Ｐ３）。金陵大学前校
长福开森更是津津乐道：“我们当教员的各尽所能教
授学生。在我们学校受教育的人，在中国外交、商
界、银行、教育界、医界和律师、牧师以及其他各种行
业得了好位置。”［２０］即使是办学规模较小的东吴大
学，虽然其规模和发展进程均不及上海圣约翰大学、
燕京大学或金陵大学，但毕业生发展也相当引人注
目，“当世邮务、电政、路局以及实业界中之桃李，强
·０４·
半出我们”［２１］（Ｐ２２１）。
得益于师生关系的良性互动以及注重对学生的
言传身教，教会大学的毕业生在许多领域具有很强
的竞争力。１９１０年在广州举行的庚子赔款奖学金
考试中，有２６０名学生报考，６个奖学金名额中５个
是授予广州的教会大学学生的；５名候补者中的３
名来自广州的教会大学［２２］（Ｐ２７３）。１９１７年，清华出版
的《留美归国学生人名录》一书，列举了４０１名学生，
其中１３２人曾在教会大学受过全部或部分的高等教
育［２３］（Ｐ４７１），所占比例高达２５％。民国时期曾有人对
《密勒氏评论报》（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Ｗｅｅｋ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中第
四版《中国名人录》中收录的名人就读的学校来源进
行统计发现，被收录的９６０人中有６２０人曾在中国
的学校就读过，而其中，毕业于教会大学的名人比例
高达３２％（１９７人）［２４］。根据《中国基督教会年鉴》
的统计，民国教会大学发展早期毕业生人数相当少，
直到１９３６年其总数才接近中国大学生总数的
１２％［２５］（Ｐ１４０－１４４）。如此小规模的教育，却培养出较高
比例的富有名望的毕业生，足见教会大学的社会声
望与影响力之高。正是由于其卓著的教学质量，教
会大学的毕业生质量在海外知名大学也深受认可，
曾就读于圣约翰大学的林语堂的经历就是一例：“读
了一年哈佛，系主任看看我在圣约翰大学的成绩单。
既然我的课业都是甲等，他要我到殷内大学去选修
‘莎士比亚’。我可以不上课而获颁硕士学位。后来
我的硕士学位便是如此拿到的。”［２６］（Ｐ４２）教会大学的
教学质量由此可见一斑。
透过民国教会大学师生温情互动的点滴回眸，
可见当时弥漫于民国教会大学中那种自由、平等与
开放的师生交流氛围，这种春风化雨的“无声”教育
如春雨般“润物细无声”，使学生在与教师的互动中
潜移默化地受惠于教师学识与品行的熏陶与模范，
并在众多学子心目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这种和
谐滋养的师生关系也促使学生自觉地跟随教师的步
调，自在地“遨游”学海、增进学业与品行，从而锻造
了教会大学蜚声海内外的优良教育品质，较好地达
到了人才培养“不求而至，不为而成”的教育效果。
四、春风化雨：民国教会大学师生关系的
当代启示
自上世纪末以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不
断扩大，高校的生师比持续升高，全国普通高校的平
均生师比已从１９９３年的８∶１骤升至２０１３的
１７．５３∶１［２７］，二十年间比例上升高达两倍多。由此
导致教师对学生的关注度显著下降，师生关系疏离、
冷漠、庸俗化的现象层出不穷，师生关系状况呈现日
益恶化的态势。大学城和多校区办学，造成教师“有
课才来、下课即走”现象，高校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
大多仅局限于课堂之中。再者，大学普遍存在的“重
科研轻教学”评价体系导向也迫使教师把主要甚至
全部精力投向与自身生存发展紧密相关的科研工作
上，很难也很少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到学生的培养与
师生交流上，导致师生无形中形成难以逾越的“鸿
沟”。高校在评价教师的工作绩效时，通常过分侧重
考核期刊论文的发表数量以及课题的申报情况。这
些硬性要求导致部分教师为了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
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到科研中，从而很少有机会与学
生沟通与交流，师生间只是简单平淡的主客体二元
关系。师生间关怀缺失，感情逐渐淡漠，与高校的这
种管理模式有着很大的关联［２８］。而学生由于缺乏
教师的深入指导，对学习和学术的热忱逐步丧失，渐
而形成一种对教师的不信任感，与教师在交往过程
中也表现出明显的功利性。例如，一些学生以教师
话语权的大小和掌握学术资源的多少作为师生交
往、选择导师的出发点；也有些学生平时忙于考证、
学车、兼职等，经常逃课，考试抄袭、舞弊，为了６０分
过关，向教师要分数；而某些教师为了获得较好的评
教结果，上课时取悦于学生，不敢严格要求；在一些
学校，学生入党、评优、就业等工作环节都不同程度
地存在利益交换的烙印［２９］。如此功利化和庸俗化
的师生交往行为在高校中大行其道的现实局面，无
疑是对大学作为“学术殿堂”这一盛誉的极大污损，
也给高等教育未来的改革与发展敲响了警钟。
在当下这种教育关系中，师生间交往频率过低，
感情疏离，相互间严重缺乏关怀，由这种师生关系所
主导的教育将学生锻造得“没有信仰，没有超越一己
私利的大关怀，大悲悯，责任感和承担意识，就必然
将个人的私欲作为唯一的追求”，大部分学生因此被
塑造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３０］。这样的师生关
系状态不仅直接导致高等教育质量的整体滑坡，而
且严重违背了教育伦理、颠覆了人类文明赓续数千
年的“师道尊严”。著名教育家严元章曾说：“今后教
育的改革，急需着力推行的首要工作，便是师生关系
的改革；不然的话，就算是有最好的校舍与最好的设
备，还是效果不大的———因为教育效果的提高，精神
的因素，人的因素，是决定性的因素。”［３１］（Ｐ１６）通过对
大学师生关系的今昔比照不难看出，民国时期师生
相处温情脉脉、其乐融融，而今师生相处却“冰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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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当前这种“异化”的师生关系状况不能不引人
深思。
导师制曾在民国时期的大学尤其是教会大学中
得到广泛推行并产生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但新中国
成立后，受苏联高等教育体制的影响，由中央政府部
署实施的院系大调整政策将许多大学的院系和师生
分解得支离破碎。后又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师生
之间原本和谐的关系骤然降至冰点，导师制以及原
本应该存在的师生互爱、互信、教学相长等现象自然
就不复存在了。改革开放后，有些高校在教学管理
制度上进行了改革尝试，建立了辅导员制，仅有少数
高校试行了导师制，但截至目前，并未在本科生教育
层次普遍建立起实质性的导师制。在辅导员制的管
理体制下，大学辅导员虽然名义上是学生的日常学
习与生活上的“导师”和“知心朋友”，实际上只是对
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兼带心理辅导的专职教师，
且由于辅导员对学生思想行为的监管性较强，学生
在交流互动中缺乏主动参与性甚至持回避的态度。
而且，辅导员的工作大多限于思政方面，在学识、专
业能力乃至人生事业远景规划方面无法胜任指导工
作。因此，当今辅导员制度主导下的师生关系与民
国时期大学的师生关系性质相去甚远。《教育部关
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改
革人才培养模式，实行导师制、小班教学，激发学生
学习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改革教师遴选、考核与评价制度，实行聘用制，探索
年薪制，激励教师把主要精力用于教书育人。”［３２］毋
庸置疑，建立良性互动、教学相长的师生关系，营造
愉悦宽松、寓情于教的培养环境，已成为当下高等教
育质量提升的重要课题。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在研究生层次普遍建立了
良性的师生关系，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与导师之间，
不仅经由课题研究工作在学业方面关联紧密，而且
经由频繁的交往互动在学业之外也建立了较为深厚
的师生感情。借鉴民国时期教会大学的成功做法，
笔者认为，当下我国高校应大力推进教学管理制度
改革，在人才培养的各层次均实行“名副其实”的导
师制。此举一方面可以保证师生间的密切交流，为
春风化雨、立德树人奠定良好基础，另一方面可以增
强教师的育人意识和责任感，进而提高学校的人才
培养质量。在当今高校争相建设“双一流”的大背景
下，高校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不仅
是物质性资源与精神性资源的有机协调与融合，更
是在大学自身的精神性资源的涵养中孕育而生
的［３３］。高校应该充分发挥师生关系这种精神性资
源的特殊优势，通过教学管理制度的科学改革推动
师生关系和谐发展，以此锻造卓越的人才培养质量。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也无论各个时代的高等教
育在形式与规模上如何不同，师生关系的“从游”本
质从未改变。当下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应努力建设
“教师引导示范，学生从游跟进”的良性师生关系，使
其在当今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不为而成”
的作用，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也必然呼
唤大学师生关系回归其作为教育核心要素的“春风
化雨”之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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